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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成就斐然，总结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并构建基于中国

实践、体现时代潮流的宏观调控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宏观调控”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我国把“调”与“控”两类工具有机结合起来，将宏观调控作为正确处理

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构建起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体系得到

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以新常态为大逻辑，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要稳”和“有度”为施策原则的政策框架。理论界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

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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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令全球瞩目的奇迹。在 1979—2019 年期间，中国经济实现了

年均 9. 4%的高速增长，这是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而纵观全球经济发展的其他历史时期，也

未有过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的先例。中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还实现了

经济波动的平稳化①，形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孜孜以求而不可得的 “高位－平稳”增长态势。

持续 40 年的快速稳定增长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 GDP 总量从 1978 年的世界

第 11 位跃升为 2010 年以来的世界第 2 位，人均 GDP 从 1978 年的 115 美元增至 2019 年的 1 万美元。

宏观经济政策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波动幅度的重要因素。中西方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促

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本国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政策框架进行反思，中国宏观调控当中

的成功经验也逐渐进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例如，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明确提出发达

经济体应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的经验②。

把握宏观调控的大逻辑，讲清楚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演变脉络、运行机理和显著优势，并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我国宏观调控理论创新，不仅有助于我国理论界准确回答上述重大问题，也将

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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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建设项目“金融与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以我国 GDP 增长率的标准差来衡量经济波动，1980 年到 1989 年为 3. 46%，1990 年到 1999 年降为 3. 22%，2000 年到 2009

年降为 1. 83%，2010 年到 2018 年则进一步降为 1. 32%。GDP 增速的标准差的持续下降，表明中国经济运行越来越平稳。
参见〔美〕史蒂芬·罗奇: 《向中国学习宏观调控》，何黎译，《金融时报》 ( 中文版) 2012 年 3 月 9 日。



一、宏观调控理论创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恩格斯指出: “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

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① 这一论断

表明，政治经济学有明显的国家主体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必须紧密联系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创新问题。

1． 国家主体性视角

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主流经济学，即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为主体，以最大

化行为、偏好稳定和市场均衡为理论内核的经济学。这种看法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

值; 也否定了后发国家基于自身经验，构建具有国别特色的经济学的可能性。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的霸权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表现。尽管西方人士已经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也承认中

国的成功并非偶然，但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的成功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中

国之所以成功，无非是走出了一条有自身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②。为了打破这一错误的思维定式，

深刻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中国学者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

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提炼中国事实、总结中国经验、构建中国理论。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所在。

如前所述，中国的宏观调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成功的密钥绝不是照搬照抄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具体国情，以发展

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民生为根本目的，持续进行改革创新的产物。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需

要准确把握中国宏观调控的演变脉络，全面梳理相关基本事实，深入探究其运行机理，进而推动中

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创新。一套基于中国经验的、逻辑自洽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能够展示宏观经

济管理的中国特色，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国家主体性”。

不仅如此，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地位的持续提升，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将成为

影响世界的重要经济现象。把中国的宏观调控机理、特色与成就讲清楚，就等于成功解释了世界上

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这将有助于理论界深化对宏观经济管理一般规律的认识，为世界经济学的发

展作出贡献。

2． 时代特色视角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都应当是对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经济

建设实践的全面总结和自洽阐释。20 世纪 50 年代初由斯大林组织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家编写

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 社会主义部分) 》，就被当时的理论界视为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来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以这部教科书的体系为基础，形成了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占

据主流地位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当然，受时代背景和社会实践的限制，苏联范式

存在着僵化封闭和教条主义等弊病。1960 年，毛泽东同志在读完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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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25－526 页。
这样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比较普遍。例如，近年来在我国引起较大关注的科斯、王宁撰写的《变革中国》 (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m ? ) 一书便持有这种看法。秉持这类观点的西方学者都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 把资本主义制度和市场机制混为一

谈。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发展进程中的确运用了市场机制，但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属物。



三版后曾指出: “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

的一定限制。”①

如果说 20 世纪中叶的中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积累的经验还很有限，那么时至今日，中

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

论体系提供了丰厚的实践土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党中央成功

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思想。以宏观调控为例，党中央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及时调整宏观

调控思路，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②。宏观调控思路的新调整和新变化构成

我国近年来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良好态势的决定性因素。可见，新时代我国宏观调控理念的创新

和宏观调控政策的优化，为理论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提供了新的宝贵素材。

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尚落后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现有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尚不能系统完整地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机

理，对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制度优势亦缺乏精准提炼和深刻分析。有鉴于此，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

实践活动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应当成为推进我国宏观调控理论

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新时代的现实背景下，经济理论

工作者要致力于总结我国宏观调控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构建体现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言: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

有理论思维。”③ 科学的理论总结，不仅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宏观调控基本经验的系统概括，反过来也

可构成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征途上的理论先导。

二、“宏观调控”: 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演变脉络

需要特别指出，人们耳熟能详的“宏观调控”提法既不是西学东渐大潮中的舶来品，亦非中华

传统思想体系中的经典概念，而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时期产生的一个新术语。

具体而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没有出现过 “宏观调

控”提法; 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家一般使用 “宏观经济政策”或“宏观经济管理”来指代熨平经

济波动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并不使用“宏观调控”。此外，我们的文献检索亦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中期之前，我国的政策文件和学术文献均没有使用过这一提法。可见，“宏观调控”一词是一个

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其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伟大进

程中持续推进理论创新的产物。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进程中，我们首先要清晰

地梳理宏观调控提法的来龙去脉，这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基础性工作。
1． 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 “宏观调控”提法

自新中国成立起，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就经常论述经济发展和经济波动问题。以国务院 《政府工

作报告》为例，1954 年报告中分析了 “供应和需要之间的不平衡”问题，1978 年报告中提出要切

实搞好综合平衡，1981 年报告提出要实现稳定经济的目标，1984 年报告提出要实现经济的良性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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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37 页。
参见《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 上)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年，第 136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875 页。



环，等等①。虽然这些提法与宏观调控政策力图实现的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总目标高度一致，但文献

中并没有使用“宏观”或“调控”来刻画这些经济现象或政策取向。

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越是

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②，这是“宏观”提法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的首次出现。1985 年 3

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宏观经济”提法，并与 “控制”“调节”或 “管理”

组合在一起。具体表述为，要“切实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加强中国人民银行

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和调节职能”。1985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

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强调，要“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

机地结合起来”，还要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宏观控制调节能力”③。

1986—1987 年，“宏观控制”和“宏观管理”仍频繁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但 “宏观调

节”没有再出现。在 1988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发挥中央银行 “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

重要作用”; 至此，“宏观调控”提法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正式出现。

此后，在我国的政策文件中，“宏观调控”逐渐取代了“宏观控制”“宏观管理”和“宏观调节”，

占据了主导地位。从 1992 年党的十四大到 2017 年党的十九大，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要对今后五年

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方略和政策框架设计思路作出总体部署; 从 1989 年到 2019 年，“宏观调控”成为

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 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必谈宏观调控。

2． 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在 1978 年之前，中国经济管理机制的调整是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开展的，中央政府管理经济

的方式是直接干预和控制，也无需对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进行区分。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

的思路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强化市场调节方式的辅助作用，1982 年党的十二大

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因此，对经济运行的直接控制仍然是政府经济管

理活动的主要方式。

此间，伴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启动，国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但市场竞争也带来经济过热的压

力: 投资和消费过度膨胀，货币超发助推通胀率持续攀升。简单沿用以往的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标

志的办法难以有效熨平经济波动。由于宏观经济管理经验不足，微观放活以后，经济运行出现了许

多漏洞。宏观管理的低效率可能导致信贷失控和螺旋式通胀，反过来给微观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增

加新的困难。因此，解决宏观经济过热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凸显，我们需要探索在微观经济开始放活

的新条件下有效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的途径。

这正是 1984 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强调 “越是搞活经济，越要重视宏观调节”的现实背景。

这次全会提出，使用“宏观调节”新提法，旨在强调要“综合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对

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力度比较轻微的间接调整，改变以往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全面严格管控的做

法”④。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包括 “宏观调节”在内的一系列新思路、新提法得到了邓小平同

志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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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 www. gov. cn) 发布了《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 1954－2017 年) 》，本文中引用的

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内容均来源于该网站。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 年 12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人民日报》1985 年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人民日报》1984 年 12 月 21 日。



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①。

3． “宏观调节”与“宏观控制”的关系

到了 1985 年初，投资与消费持续膨胀，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继续加大，当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应对经济过热的政策措施。在具体表述中，出现了 “控制”和 “调节”两种提

法。在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重要文献中，“宏观控制”的使用频率比“宏观调节”更高。这就意味着，

政府仍需使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运行态势进行直接管理，这与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相契合，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行做法有很大差别。

就基本制度层面而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由资本积聚和集中所形成的垄断资本和金融资

本不仅可以在市场中恣意妄为，并且还会迫使国家屈从于私人资本的意志。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

宏观经济政策必然把维护私人资本的利益放在核心地位。如布罗代尔所言: “资本主义拥戴统治阶

级，统治阶级在维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②

相较之下，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正如列宁所

说: “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

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③ 因此，无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

济管理活动都必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由此可见，资本主义

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理论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也会反作用于生产力。可见，

经济体制如果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就会反过来阻碍生产力发展。实践证明，对于长期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以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的命令经济是过于超前的经

济体制框架，未能充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必要用改革的办法加以调整。1978 年以来，经济

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④。在这一基

本框架之下，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施策时理应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势，促进生产力

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不能听任市场自行其

是、自发调节，而要致力于克服市场与生俱来的一系列弱点，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具体而言，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充分借助市场中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实现

资源的有效配置。相应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也需要注重运用市场化取向的间接管理手段来影响微

观主体的行为，从而有效管理总需求，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因此，运用 “调节”方式稳定经济确

有必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通过发展规划或计划等手段，运用国家的力量，发挥公有制

经济的优势，“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克服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等弱点，抑制私人

资本权力的过度膨胀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协调各方利益，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因此，“控制”

方式亦有其重要作用。

就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经济的现实状况而言，从长期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的确是逐渐

减少行政手段，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由间接调节为主; 但从短期看，在新旧体制更替过程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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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调控手段尚不具备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基础，微观经营主体还难以对价格等间接调节信号做出

及时灵敏的反应。因此，政府仍必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控制经济，确保经济社会正常运行，为改

革创造适宜的宏观环境。

总之，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情况均表明，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活动中的

“调”与“控”两类工具、两种方式应当有机结合起来，不可顾此失彼。

4． “宏观调控”: “调节”与“控制”的融合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国理论界对宏观调节与宏观控制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讨论，在 “宏观调

控”提法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今后必须加强宏观经济的间接

管理来应对经济过热，其核心是有效控制总需求的合理增长，并相应建立和完善各种间接管理的手

段和体制，创造出能够促使企业对宏观经济间接调节手段做出灵敏反应的各种内外部条件。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学者意识到，市场绝不是万能的，为了克服市场的不足，计划还要起必要

的指导作用。单纯使用计划手段或市场手段，都可能失败。计划的含义有两种，一是直接的行政控

制，这是与市场相对立的指令性计划; 二是市场中的非指令性计划，重在探索中长期经济发展的各

种可能性，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为政府决策做准备。后者与市场机制并不冲突，可促进市场经济

体制的包容性、协调性。我国应当把上述两种计划方法结合起来，在改革进程中加强计划工作，保

持必要的直接行政控制，弥补市场不足，防止市场机制的消极后果①。

党中央参考吸收了学术界的讨论成果，在重要文献中开始使用熔 “调”和“控”于一炉的 “宏

观调控”提法。1985 年 9 月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

议》指出，要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宏观控制调节能力”②。“控制”与 “调节”作为宏观经

济管理的两大工具体系，并列出现在中央重要文件当中，这标志着作为一种宏观经济管理新理念的

“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成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从 1986 年起，国内的经济学文献中开始大量出现 “宏观调控”提法。1988 年《政府工作报告》

将理论界的探讨转化为党和政府的权威表述，正式采用 “宏观调控”新提法。此后， “宏观调控”

成为决策者和学术界刻画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特定术语。一个 “调”字，突出了通过间接

手段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取向，从而与微观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适应。一个 “控”字，强

调政府要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进行有效的管理，既凸显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突出了中国特

色，也增强了短期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为改革创造出稳定的宏观环境。

从以上历史回顾中不难发现，“宏观调控”一词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诞生的新提法。它的

出现绝非偶然，是党和政府在探索宏观经济管理新框架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而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晶。

三、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构建

1． 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

在准确把握宏观调控提法的来龙去脉之后，如下问题随之而来: 在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发展进

程中，是否存在着一条贯通全过程的主线索? 换言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演进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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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的变迁是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统一的历史进程。探究中国宏观调控的历史逻辑，不

可就调控论调控，而要跳出调控政策本身，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高度加以分析提炼。

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是推动社

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超越，才能真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问题的关键。评价一项宏观调控政策的成败，关

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深化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提升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改善宏观调控质量的

决定性因素，体现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就必须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起完备有效的、“调节”与“控制”协同发力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

这是保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支撑。

第三，与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样，中国宏观调控要设法有效应对来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

各类冲击，弥合产出缺口，熨平经济波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稳定是改革的前提，宏观经济的平

稳运行可以为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简言之，发展是国家的核心战略任务，改革是促进发展的主要手段，稳定是改革顺利推进的前提。

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它是党和政府推动生产力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重要政策工具。可以认为，宏观调控始终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

构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有力支点。这就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关系。”①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

导，把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的发展是新与旧的交替和质与量的统一的观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贯穿宏观调控全过程，用辩证思维和历史眼光认识宏观经济运行

规律，把握宏观调控施策方向，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方法论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因地制宜、因时

制宜，持续推动政策创新、工具创新和体系变革，用深化改革的办法稳定经济运行，而经济形势的

稳定反过来又为体制改革创造出有利条件。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极大地解放了我

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了持续 40 多年的“高位－平稳”增长奇迹。

中国宏观调控的上述历史逻辑和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改革发展的鲜明特色，可以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提供宝贵的事实依据和理论创新源泉。

2． 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过程

在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探索阶段之后，1992 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也对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

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

控。”② 根据上述判断，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要坚持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既

要注重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市场化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波动，也要注重运用国家计划指导手

段来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把改革、发展与稳定有机统一起来。因此，党的十四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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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

1993 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初

步搭建起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架构。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

控体系”，“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

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①。至此，由国家计划部门、中央银行

和财政部门组成的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架构初步成型。从 1993 年起，我国经济出现新一轮过

热，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等现象同时出现。我国政府坚持

及时削峰、适度从紧、适时微调、抓住主线的施策方针，注重用改革的办法消除通货膨胀反复出现的

微观基础，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到 1996 年，经济过热势头得到有力遏制，同时继续保持了经济较

快增长态势，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的优势得到充分显现。1996 年《政府工

作报告》指出，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初步建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

1997 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格局出现了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根本性变化。此前，宏观经济

波动的典型形态是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导致供不应求，进而使得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和经济过

热现象反复出现。而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成因是供给增长快于需求增长，导致

供大于求，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和产能过剩成为困扰中国经济的新问题。

为了破解上述困局，199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

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② 1999 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宏观调

控的任务是“扩大内需，开拓城乡市场，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增

长的大幅度波动，为国有企业发展创造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③。扩大内需是中国宏观调控的基本立

足点，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的主要途径。我国宏观调控目标具有多重性，既要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

康发展，又要维护经济稳定，还要助力国有企业改革，体现出宏观调控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

定三者关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2002 年，党的十六大在强调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方针的同时，也明确提出要根据形势需要实施

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一时期，中国已经加入 WTO，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大，对经

济形势的准确判断因此变得更为重要。务必要搞清楚经济波动的冲击源来自何方，特征是什么，强

度如何，呈现何种变化趋势，有无可持续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

系，用高水平的宏观调控来应对经济波动。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

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④，再次强调了

直接的行政手段和结构性调控工具在宏观调控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体现了 “控”在宏观调控中

不容低估的作用。

从 2002 年到 2012 年，我国中央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操

作经验，对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关系的认识趋于系统化、稳定化。2011 年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作

用多一些还是政府作用多一些，必须相机抉择。这就意味着，一旦市场机制出现扭曲、失灵等情况，

政府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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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时代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建设的新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一个与过去 30 多年高速增长时期不同的新阶

段。与之相对应，中国宏观调控也步入新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宏观调控必须

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该扩大需求时要扩大需求，该调整供给时要调整供给，相机

抉择，开准药方①。

在上述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我国政府紧紧围绕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局，

将科学的宏观调控作为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用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健全中

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充分运用发展规划、财政、货币等多种政策工具，从供给和需求两端分别施

策，坚持不懈地在实现宏观稳定的同时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力求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致力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新时代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②。

总体而言，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宏观调控全过

程，坚持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坚持稳中求进，力图把改革发展稳

定有机统一起来，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大逻辑，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要稳”和“有度”为施策原则，实现了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和宏观调控理念的新突破。

1． 新常态: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2012 年前后，中国经济从年均 10%左右的高速增长区间转入 6%—7%的中高速增长区间，我国

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2014 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

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③

新常态之“新”，首先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与以往 30 余年不同的若干新变化。在诸多宏观

经济变量当中，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放缓是最为显著的变化。经济增长的长周期规律显示，任何一

国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以恒定的高速度永久地持续下去。中国已经在短短 30 余年时间内实现了从低

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起飞，并已进入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新阶段。以经济

增长减速为主要特征之一的新常态，是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必然结果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 “经

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 岁至 18 岁期间个子猛长，18 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

下来了。”⑤ 我们要尊重经济规律，按照新常态的内在逻辑要求，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破

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而实现中国经济的“浴火重生”。

新常态之“新”，还表现为新的制度条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引领新常态的根本途径。2013

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方略，强调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体现了市场与政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配合、协调共进的制度设计理念，

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这就要求宏观调控部门务必用好 “调”与 “控”两类政策

工具，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得市场化调节手段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发挥好国家发

展战略和规划的导向作用，用必要的行政性控制手段弥补市场化调节手段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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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国际地位，一定要牢牢抓住发

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动摇。”①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我们不能再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而要追求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归根到底，就是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

目的”② 的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冲击挑

战，我国宏观调控决策者摆脱 “速度情结”和“换挡焦虑”，充分认清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

客观现实，冷静看待宏观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保持战略定力，对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进行再思

考、再定位，追求速度略低、但质量与效益稳步提升的经济发展目标。2013 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强调: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

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③ 可见，快速的经济增长不再是宏观调控追求的主要目标，“稳中求进”成为基本取向: 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总量平衡、波动平缓、风险可控、预期稳定，而结构协调与布局优化

事关经济长期发展的效率和潜力; 稳定、协调与优化都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完成上述目标任务，中央政府不断推动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的创新与完善。2019 年召开的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 “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

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区域等政策协同发力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④。这是对我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形成的三位一体宏观调控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首先，这一体系中既有管理短期波

动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还包括主攻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长短兼顾，调控并重，体现出鲜明的中

国特色。其次，这一体系中还有就业、产业、区域等一系列非常规政策工具。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比西方国家更为多样化，把总供求均衡、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民生改善等方

面都涵盖在内。一项政策工具通常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目标增加，就意味着政策工具箱里要储备更

多类型的工具，这就可以使政府在面临各种类型的问题时都有适用的 “武器”。

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时代宏观调控的主线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⑤。

新常态下，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提高、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缩小、国民储蓄率下降、生态环境约束

增强。这些来自供给侧的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潜在产出下降是我国经济减速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

在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后，我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求更高更广泛，并呈现出多

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存在着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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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不匹配问题。可见，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结构性矛盾，矛盾的主要方

面在供给侧。

在新形势下，党中央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思路，把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作为宏观调控的主线，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①。供

给侧是宏观调控的主攻方向，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促进经济增长新机制的形成，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当然，供给与需求之间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在经济下行压

力持续加大的现实背景下，我们仍要综合运用各种短期的总量调节工具来适度扩大总需求，使得实

际产出尽可能地与潜在总供给持续保持一致，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进而

为供给效率与质量的提升作出特殊贡献。

作为一项新的宏观调控理念，“区间调控”体现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新特征，彰显

出党和政府的战略定力。所谓区间调控，就是设定一个区间范围，而非一个特定的数值作为宏观调

控的目标。“宏观调控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

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 ‘上限’。”② 只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之内，政府就

不再为速度而纠结，不为某个宏观指标的短期波动所困，转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上，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只有当经济运行逼近区间的

上下限时，政府才将宏观调控的重心放在总需求管理上，将稳增长、防通胀、稳预期等短期政策与

调结构、促改革等中长期政策结合起来，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4． “要稳”与“有度”: 新时代宏观调控的施策原则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

努力实现三者有机统一”③ 的经济治理新思路。宏观、微观、社会政策是一个有机整体。将经济稳

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市场主体的预期就不会被经济波动所影响，也不会出现短期化的扭曲

行为; 微观政策放活，可以增强市场主体内生动力和创新创业活力，而新创意新动能的成长反过来

也有利于高质量发展和稳定增长; 有社会政策托底，就可以缓解社会压力，守住防范重大风险底线，

为宏观经济的“稳”和微观经济的“活”创造条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④。

这表明，在履行稳定经济这一首要职能时，宏观调控要把握好度。从调控方向上说，要相机抉择，

逆风向而动，要雪中送炭，不要雪上加霜。从调控力度上说，要把握好分寸，既避免过犹不及，也

不要意犹未尽。从调控机制上说，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厘清宏观政策与微

观政策的边界，政府不可越俎代庖。

五、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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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

益成分①。这一重要论断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国理

论界要按照上述要求，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

1．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深刻、宽广、辩证、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以狭窄、封闭、细致、精

密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说所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它既从立场和方法论上给我们以指导，

也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原理及内在发展规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

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明显的理论优势。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根本立场。推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创新，必须政治导向明确，根本立场旗帜鲜明，服务于以人民为中心的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透过经济现象，着力分析基本经济因素，探究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直击事物本质。这一经济分析过程力求搭建起基本关系与经济现象或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桥

梁，其理论的深刻性远胜于分析市场配置资源具体机制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宏观调控问题，

最终要“见物也见人”，要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是必然选择。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格外重视经济利益矛盾的分析，强调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演变是

决定经济关系变化趋势的直接原因。实事求是地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各种经济利益矛盾

及其作用，研判各种经济利益矛盾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的影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精神实质。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重视研究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也重视研究生产关

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构建过程中，必须秉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

理论立场，将对社会生产力发展 ( 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 的研究与对生产关系 ( 宏观调控制度框架

与政策体系) 的研究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既要注重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体现社会主

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用改革的办法解放生产力。

2． 总结和提炼我国宏观调控实践经验

我国宏观调控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构成了中国 40 年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源

泉，其中的许多宝贵经验值得理论界系统总结。

第一，加强党对宏观调控的集中统一领导。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领导在我国的

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党对宏观调控等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大优势②。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宏观调控等经济工作中把方向、谋大

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持续增强，这有利于形成共识，统一方向，增强了宏观调控的战

略性、协调性和权威性，避免了宏观调控的碎片化，减少了不同政策间相互冲突，以及部门或地方

执行不力等情况。

第二，把宏观调控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抓手。中国的宏观调控是经济政策总体框

架的一部分，需要服从于经济工作的总体安排与思路。从本质上说，中国经济变迁的历程是改革、

发展与稳定三者统一的进程，而宏观调控则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关系的重要抓手。尽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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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坚定信心增强定力 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9 日。
参见谢伏瞻: 《新中国 70 年经济与经济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0 期。



者统筹的办法在短期内会牺牲一些增长速度、付出一些改革成本，但最终却实现了长达 40 多年的持

续稳定增长。

第三，形成“发展规划、财政、货币”三位一体的宏观调控体系。其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主要用于熨平短期经济波动，发展规划着眼中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动力转换、

民生改善等战略性、全局性目标，致力于凝聚社会共识，稳定各方预期，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

性，为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而努力。三者协调配合，有利于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战略规划的衔接与配

合，拓展了宏观调控的视野，也更充分地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

第四，“调”与 “控”两类工具协同发力，致力于实现多元化的宏观调控目标。数十年来，市

场化调节与行政性控制在宏观调控中协同配合，形成了中国宏观调控的又一特色。宏观调控部门的

产业政策、资本管制、金融监管、砍投资、砍项目等行政化控制手段在稳定经济运行中发挥了独特

作用。两类政策工具协同发力，致力于解决国民经济中的诸多战略性、全局性、紧迫性、普遍性的

重大问题，譬如熨平经济波动、实现金融稳定、加快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等。

第五，在繁荣期进行适度调控。我国在应对经济过热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经济步入繁荣期

之初，宏观调控部门就注重适时适度、有节奏的多次小步微调，并给每次调控以一定的消化、吸收

过程。繁荣期的适度调控避免了大泡沫的出现，有效地维护了宏观稳定。
3． 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

义长期合作和斗争，还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① 自凯恩斯的 《就业、

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以来，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与实践力图修补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维护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认真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近百年来走过的宏观经济管理历程，总结其理论逻辑和经验教训，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资本主义

宏观经济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新发展动向，在国际宏观政策

协调配合中获得有利位势。此外，在具体的政策设计和工具创新层面上，我们也可借鉴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某些有益经验，同时避免再走他们走过的弯路。

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体系过程中，我们要始终注意分析、研究并借鉴西方经济学

理论体系中那些有益的成分，但决不能离开中国具体实际而照搬或滥用。需要牢记，中国特色宏观调

控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

进行长期艰辛探索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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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ic extension． That is a logic system which is composed of four spiraling links: system construction －
system authority － system implementation － system self－confiden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the nation-
al governance，we must improve the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strengthen its authority，
promote its execution，foster our strong confidence in it，then transform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nto na-
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better．

Th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 of Marx's Social Formation Theory
－ Also on the Discussion of“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a”

Wang Fengming

Based on Das Kapital and its manuscript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methodology implication of Marx's
social formation theo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different modes of production or social formation can be either“co-
existent”or“sequential”，and be of both“continuity”and“discontinuity”． Not only is it necessary to dis-
tinguish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each social formation from its forms of existence and expression，but also to
distinguish the general law of social evolution from its approaches of realization and function． In the debate on
the periodiz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some scholars who question and criticize Marx's theory of social
formation have either confused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with specific forms of production tools，or confused e-
conomic relations with their literal and cultural expressions，or confuse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specific
forms of politics and state，and have excluded and denied the unity of the inner nature and evolution laws of
social formation for seeing only the different ways of their realiz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l
these views are wrong．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ong Yu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t is important to summarize the reasons for these achievements and construct a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the-
ory based on Chinese practice and reflecting the trend of the times． The“macro regulation”is a concep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arose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riod．
China combined the two types of tools: “adjustment”and“control”together，regarded macroeconomic regu-
lation as the key of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form，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ability，built the mac-
roeconomic regul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this system
has been further developed and formed a policy framework that takes the new normal as the major logic，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a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s the main line，and
“stability”and“appropriateness”as policy principles． The theorists should follow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summarize and refine China's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and draw
on the beneficial elements of western economics to promot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croeconomic regu-
l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nin's Critique of Cultural Nihilism and Its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Wang Jinfen

In the 1920s，Lenin and“Proletcult”started a heated debate on proletarian culture． Lenin deeply criti-
cized the cultural nihilism of“Proletcult”，which refused to inherit fine cultural legacy，denied the masses is
the subject of culture creation，tried hard to get rid of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to proletariat cul-
ture，and aimed at creating a“pure proletarian culture”by“laboratory methods”． Lenin stressed the impor-
tance of master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cultural development; socialist culture should inherit all the
outstanding cultural heritage of mankind; cultural development must rely on the broad masses of the people，
must be practice－oriented，and take root in the reality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of the mass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hese ideas of Lenin are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
tur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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